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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四十年，体重管理领域积累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减肥知识空前普及、监控技术空前精

密，肥胖率却持续攀升，长期减重成功率始终低迷。既有解释要么归因于个体执行失败，要么指向致胖

环境，却共享一个未经检视的先验——它们默认人与身体之间本应存在一种“正常的”、可被恢复的信

任关系，只是被某些外部因素破坏或压制了。本文提出一个根性层面的替代诊断：当代减肥困境的核

心，不是人与身体之间“信任的磨损”，而是“信任模式的历史性替换”——一种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

内感受性体信模式，正在被一套外部计算性体信模式在日常实践中逐步拆卸。这一拆卸造成的结果，不

是人“不相信”身体，而是人“不知道如何”相信身体——她丧失了那种前反思的、不假思索就知道什

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停的体信能力。本文将这一过程命名为“体信迁移”，并论证其构成一个不可

还原为“内感受”“自我效能”或“身体意识”等现有概念的新区分：它切开的，不是信任的强度或准

确度，而是信任的操作语法本身从“对话”向“命令”的范式迁移。在这一框架下，主流减肥话语的失

败不是技术性的——不是算法不够好、执行不够严——而是范式性的：它试图用制造了拆卸的工具去修

复拆卸，用外部计算去替代内部对话，每一次“更精确的管理”都在加深它所声称要弥合的裂痕。本文

最后将提出，体信重建的关键不在于“回到自然”，而在于在承认外部数字已成为当代生活不可逆成分

的前提下，逐步在人与身体之间培养一种能够容纳数字、但不被数字奴役的新型对话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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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一个未被命名的拆卸过程

有一个统计数据足以让所有关注公共健康的人不安。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持续追踪，从1975

年到2016年，全球肥胖人数增加了近三倍（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  2017）。与此同时，

全球减肥产业市场规模在2023年突破2500亿美元，饮食法、健身方案、代谢干预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密

度渗透进日常生活。我们知道的减肥知识比任何时代都多，我们监督自己的手段比任何时代都精密——

而我们这个物种，也比任何时代都更胖。

这两个趋势的同步上升，构成了一道令人困惑的谜题。主流的解释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将责任

归于个体：人们缺乏自律，无法坚持已知的正确方法（参见饮食自我效能研究的传统，如Bandura,

1997）。另一种将矛头指向食品工业与城市环境：高糖高脂食物的泛滥和日常身体活动的消减，制造

了一个致胖的“毒性环境”（Swinburn,  Egger,  &  Raza,  1999）。这两种解释各自捕捉到部分真

相，但它们共享着一个更深的预设：它们都默认我们手里的那套“正确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个体论

认为问题在执行端，环境论认为问题在输入端，没有人问那套用来管理体重的认知框架本身，是否就

是问题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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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间，已经陆续有学者对这套框架的各个组件提出了批评。有人指出卡路里计算的生理

学局限——身体不是一台量热仪，能量平衡方程在实际操作中充满不可控变量（Feinman  &  Fine,

2004）。有人揭示了严格饮食控制的心理反弹效应——思维抑制的悖论法则使被禁止的食物获得不成

比例的心理权重（Wegner, 1994; Polivy & Herman, 1985）。有人论证了“平台期”的生理合理性

——代谢适应是身体在能量匮乏时的正常保护机制，而非需要被“突破”的障碍（Rosenbaum  &

Leibel,  2010）。这些批评各自在特定层面有效，但它们仍停留在对具体方法的修正上：算不准就换

个算法，太严格就留点弹性，平台期就耐心等一等。

本文试图追问的，是一个比这些批评更深一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在问“这套方法哪里需要修

正”，而是在问：为什么在长达数十年的批评之后，这套方法的核心逻辑——用外部数字替代内部信

号、用效能核算替代身体愉悦、用线性预期替代生理节律——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日益精密化、普遍

化、深入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每一次“更科学”的迭代，不是带我们走出困境，而是将我们

更深地锁进同一种困境？

答案，指向一个此前从未被明确指认的、仍在持续进行的拆卸过程。

在漫长的演化史中，人类与自身身体之间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大部分时间在意识之外的对话系

统：饥饿、饱足、疲惫、活力、对某种食物的渴望或厌恶——这些内部信号使人在大多数时候能够“不

假思索地”维持能量平衡。这套系统并不完美，但它根植于数百万年的生存实践，它的运作语法是对

话性的：身体发出信号，人解读并回应，回应后的身体状态变化又产生新的信号，形成持续的双向反

馈。这种语法不仅是生理层面的，也是关系层面的——它使人能够将身体体验为一个可信任的对话伙

伴，而非一台需要被外部指令操纵的机器。我将在后文将这套语法命名为“内感受性体信”：一种通

过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前反思的、身体性的认知方式，其核心是“我知道我的身体在说什么，我的身体

知道它可以在被聆听后得到适当回应”。

而在近四十年的体重管理实践中，这套语法正在被一套截然不同的语法在日常实践中逐步替代。

这套新语法是命令性的：外部的数字——卡路里上限、运动时长、体重目标——取代内部信号成为行为

的唯一依据；身体的饥饿不再是一条需要被解读的消息，而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身体的饱足不

再是一条需要被尊重的终止线，而是一个被预设饭盒份量取代的冗余信息；身体的平台期不再是一种

需要被理解的生理叙事，而是一个需要被更强力指令击穿的抵抗。这套新语法不仅改变了人怎么吃、

怎么动，更深层地改变了人怎么知道自己该吃、该动。它用一种外部计算性的知道方式，替代了一种

内部感受性的知道方式。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诊断：当代减肥困境的根性问题，不是“信任的磨损”——不是一段原本健康的

对话关系被偶尔的外部干预短暂干扰——而是体信的拆卸。是体信的操作语法本身，在日常的、无数次

重复的进食与称重行为中，从内感受性的对话，逐步被替换为外部计算性的命令。这一替换一旦启

动，它就构成了一个自我锁定的悖论：一个人越是用精确的外部计算去“管理”自己与身体的关系，

就越是进一步废用那套本可以支撑这种关系的内部对话能力；越是努力去“知道”，就越是丧失

了“不假思索地知道”的那个更深的知道方式。而更隐蔽、也更关键的是：外部命令的成功执行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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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调节能力的废用，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相——外部命令越是高效地接管了进食行为的决策权，内部

信号系统就越是失去了训练和维持自身的机会。换言之，成功本身就孕育着失败。

本文将为这一仍在持续的拆卸过程提出一个精确的命名：体信迁移[1]。在展开论证之前，有必要

先明确界定这一概念究竟切在何处，以区别于那些看似相近实则不同的已有术语。

二、体信与体信迁移：一个起源追问的起点

“体信”这一命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对某几个已有概念的重命名。因此，在进入论证之前，必

须先澄清它切开的那一处——那些已有概念切不到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本节的定义不是终点。它旨在

悬置一个有待被历史分析填充的谜题：如果说体信迁移是内感受性体信被外部计算性体信在日常实践

中逐步拆卸的过程，那么，这一拆卸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条件、日常实践、生理适应和心理叙事中被

一步步完成的？这个问题将由第三章的历史分析来接手。

2.1 体信不是什么：与相邻概念的辨析

（1）体信不是“内感受”。 内感受（interoception）是生理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中一个被精

确定义的术语，指神经系统对来自身体内部——内脏、血管、内分泌腺——信号的感知与整合（Craig,

2002; Khalsa et al., 2018）。内感受研究测量的是一个人对心跳、呼吸阻力、胃部充盈等内部状态

的感知准确度——例如，在经典的心跳感知任务（heartbeat detection task）中，受试者被要求判断

自己的心跳是否与外部节拍同步（Schandry,  1981）。这个范式测量的是一个人能多精确地察觉内部

信号，但它问的不是：这个人如何对待她察觉到的信号？是把它们当作行动的可靠依据，还是需要被

外部指令覆盖的不可靠信息？

体信则不同。体信问的不是“你感知得准不准”，而是“你把身体信号当作什么来对待”：是一

条需要被解读和回应的消息，还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噪音？一个人可以有正常甚至优秀的内感受准确

度，却仍然丧失了体信——她能准确地感觉到胃的饱足信号，但她在行为上选择忽略它，因为“软件说

我还能再吃两百卡”。内感受是感知能力，体信是关系模态。二者不重合[2]。

（2）体信不是“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对

自己完成特定任务能力的信念（Bandura, 1997, p. 3）。一个具有高饮食自我效能的人相信自己“能

坚持健康饮食计划”。但这一概念预设了一个“计划”的存在——一个外部的、可被坚持或违背的行为

标准。体信不指向对执行外部标准的信心，而指向另一种更根本的能力：在不依赖外部标准的情况

下，知道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停、需要什么样的食物。体信并不以“计划”为前提；恰恰相

反，当体信完整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不是因为没有目标，而是因为调节被内化在身体与

人的持续对话中，不需要外挂的指令系统。自我效能测量的是“我对执行一个给定方案的信

心”（Bandura,  1997,  pp.  42-43），而体信追问的是：“这个方案本身的必要性，是否恰恰标志着

我与身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已经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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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信不是“身体意识”。 身体意识（body awareness）是一个在现象学、舞蹈治疗、正念

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术语，通常指对当下身体状态的主观觉察（Mehling  et  al.,  2009）——肌肉的紧

张、姿势的倾斜、呼吸的节律。身体意识是觉察的宽度和深度，但它不问关系模态。一个人可以对身

体有高度敏锐的觉察，却仍然将觉察到的信号视为需要被压制、被忽略或被外部指令覆盖的东西。体

信不是觉察本身，而是觉察所导向的那个行动关系——在觉察到饱足之后，你是停下来，还是因为“热

量没用完”而继续吃？

（4）体信不是“直觉饮食”。 直觉饮食（intuitive eating）是近年在减肥批判话语中流行起来

的一种饮食理念，强调听从身体的饥饿和饱足信号而非外部规则（Tribole  &  Resch,  1995）。在实

证层面，直觉饮食量表（Intuitive Eating Scale; Tylka & Kroon Van Diest, 2013）测量的是个

体“允许自己根据内部信号进食”的程度，相关研究证实了它与较低的身体意象困扰和饮食失调风险

的关联（Van Dyke & Drinkwater, 2014）。在实践层面，直觉饮食确实是本文论点在饮食领域的重

要表现。但从概念精确性角度看，直觉饮食主要是一种行为处方——它告诉人“应该听从身体信

号”——而体信则试图命名一种认知关系模态：不是“你应该这样”，而是“你曾经能够这样，你现

在丧失了，而这种丧失是有原因的，且这个原因比‘你学坏了’更深”。直觉饮食可以被理解为“在

体信完整时自然会发生的饮食方式”，但反过来不成立：一个人在行为上遵循直觉饮食原则，她的体

信可能仍然不完整——她可能在“执行听从身体信号”这条外部规则，而不是在真正地与身体进行对

话。体信追问的是底层的操作语法，而直觉饮食描述的是表层的饮食行为模式。

2.2 体信迁移：一次认知立法权的和平更迭

如果体信是一个状态，那么体信迁移则是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它描述的不是体信的磨损或波

动，而是一套体信模态被另一套体信模态在日常实践中逐步拆卸的历史动态。这一概念必须在与既有

批判传统的正面对话中，才能确立其不可还原之处。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现代身体管理的批判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传统。福柯的权力分析揭示了身

体如何成为规训权力的对象——通过标准化、监视和规范化判断，外部权力将个体塑造为“驯服的身

体”（Foucault,  1975/1995）[3]。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当代身体管理的特征不

是外部强制，而是个体被召唤为“自我企业家”——自愿接受身体优化、效能最大化的逻辑，将自我监

控内化为自由的实践（Rose,  1999;  Lupton,  2013）。这些批判有力地揭示了“谁在管你”以及“你

为何愿意被管”。但它们无法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这套管理技术如此难以摆脱？为什么即便

在充分理解了它的规训性质之后，许多个体仍然深深依赖那套显然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外部计算系统？

为什么“知道了”不等于“能改变”？

答案在于：这些批判揭示了权力运作的语法，但没有揭示认知本身的语法如何被替换。当福柯

说“灵魂是身体的监狱”时，他诊断的是外部权力如何通过塑造“主体”来管控肉体。但当林姐——本

文第四章将要讨论的那位女性——说“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饿、什么是饱了”时，她描述的是一种认知

功能的实际丧失。这不是权力的内化，这是一套认知技能在长期废用后的萎缩：她曾经能够用身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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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语言与身体对话，现在这套语言对她已经不熟悉了。她仍然可以“努力”去听身体，但努力本身

就是命令语法的一个动作——它预设了一个站在身体外面、对身体施加控制的“我”。

正是在这里，“体信迁移”切开了它独有的那一处。米歇尔·福柯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概念——指“个体通过自己的力量、或在他人的帮助下，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

为和存在方式施加一系列操作，以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

态”（Foucault, 1988, p. 18）——确实为理解现代身体管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从这一视角

看，卡路里计算、运动监控、体重记录，都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作用于身体领域的“自我技术”：个体

自愿采纳一套外部规则，将自身建构为一个需要被管理、被优化的客体。

这一分析框架的贡献不可否认，但它的分析轴心仍然落在权力的操作上：它追问的是，个体如何

通过自我技术将自己纳入某种权力-知识体制的运作轨道。而体信迁移追问的，是一个不同的、更深一

层的问题：当这套自我技术被拆除时，那个曾经能够不依赖它而运作的“自我”，还在不在？ 自我技

术理论能够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学会用卡路里软件管理进食；它也能够解释，这个人为什么在情感上

依赖这套软件、为什么在放弃软件时会感到焦虑——因为这套软件已经成为她的“自我技术”的一部

分，与她对自己“自律主体”的身份认同绑定在一起。但它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当她在放弃软件之

后、试图“听从身体”时，她发现自己根本听不见了——她的饥饿信号不再清晰，她的饱足信号不再可

靠，她必须重新学习“什么时候该吃”这件事，就好像这是她从未掌握过的一项技能。

这里发生的不只是“她不再愿意用那套自我技术了”，而是“那套她曾经拥有的、不依赖任何自

我技术的身体认知能力，已经在她长期使用自我技术的过程中，被废用到了接近失灵的程度”。这不

是权力关系的改变，这是认知能力的丧失。一个人可以在意识层面完全拒绝卡路里计算、完全接受身

体积极主义的理念，但她的身体——她的大脑、她的内感受系统、她的饥饿-饱足信号——并不会因为意

识形态的转变而立即恢复功能。她必须在行为层面重新训练那套已经萎缩的神经回路，而这个训练过

程本身，与学习任何一项已经荒疏的复杂技能一样，需要时间、需要容错、需要在反复失败中不自我

谴责。

这就是“体信迁移”相较于“自我技术”切出的新区分：自我技术解释了“我为什么管自己”，

体信迁移解释了“当我不管自己时，我为什么不会了”。 前者是权力分析，后者是认知生态学分析。

二者不冲突，但不重合。体信迁移这个概念“新”的地方，不是它替代了福柯式的权力分析，而是它

在权力分析终止的地方——当权力关系被解除、当个体试图摆脱那套管理技术时——继续追问了一个福

柯框架无法完全回答的问题：那个被管理技术长期代理的“自我调节”能力，它还在吗？如果不在，

它是怎么被弄丢的？还能不能找回来？怎么找？

这一区分并非只停留在身体管理领域。它可以推衍到更广泛的当代生存境况：当一个领域的人类

认知能力——方向感、记忆、社交判断、审美辨别——被外部技术系统长期代理之后，一旦技术撤除，

个体是否还能独立行使这些能力？还是说，外部技术已经不仅是在“辅助”这些能力，而是正在逐步

将它们变为冗余，从而在认知生态系统中制造出一种系统性的能力退化？体信迁移是一个可以在多个

领域被检验的理论推衍，但它的经验锚点，首先是体重管理这个最日常、最贴身、最难以回避的生存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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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信的三层结构：能力、关系、框架

为了避免概念在论证中的滑动，这里有必要对“体信”做一个结构性的分层。每一个层面，体信

迁移的后果各不相同。

第一层：体信能力（Capacity）。  指人能有效接收和解读内部信号的神经认知功能——从胃的扩

张、血糖浓度的变化、饥饿素的节律性分泌，到岛叶对这些信号的前意识整合，再到这些信号进入主

观觉察的能力。这一层最接近内感受研究关注的领域。体信迁移在这一层的后果是：因长期依赖外部

规则，内部信号的神经敏感度和主观可辨识度逐步下降——这是“为什么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

了”的生理基础。

第二层：体信关系（Relation）。  指人如何定位与身体的关系模态——是对话对象，还是管理对

象？是把身体信号当作需要被解读的消息来回应，还是当作需要被克服的噪音来压制？这一层是本文

论证的核心，也是“体信”区别于“内感受”的关键所在：一个人可能仍具备相当的内感受能力（第

一层功能正常），但她的体信关系已被外部命令所主导——她准确地知道自己吃饱了，但她选择忽略

它，因为规则还没“允许”她停。体信迁移在这一层的后果是：关系语法从对话质变为命令，即使第

一层的能力信号仍在，它们也被剥夺了行为影响力。

第三层：体信框架（Framework）。 指支撑上述能力与关系得以持续运作的更广义的环境——包

括外部技术物（如卡路里软件）、社会话语（如“管住嘴迈开腿”）和个体信念系统（如“我不相信

自己的身体”）。这一层是福柯式权力分析和技术治理批判最熟悉的地带。体信迁移在这一层的后果

是：权力结构、商业利益和日常话语整合成一套高度自洽的认知基础设施，使外部计算性体信显得

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体信迁移，必须被理解为同时在这三层上发生的一个复合过程：在关系层面，它表现为操作语法

从对话向命令的转化；在能力层面，它表现为内部信号的感知能力和对行为的调节能力的逐步废用；

在框架层面，它表现为外部技术物和话语体系对日常进食行为支撑功能的系统性接管。这三层不是三

步先后发生的事件——它们是同一场拆卸过程在三个维度的同步展开。本节的定义勾勒了这三个维度，

接下来要做的是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日常实践中，被一步一步地发生出来的？

三、体信迁移的生成过程：精确计量如何拆卸内部对话

有了“体信迁移”这把手术刀，前三节论证过的那些具体机制——精确计量、效能最大化、线性回

报预期——就不再被理解为一个个零散的“方法的副作用”，而是被重新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深层的生

成叙事：它们都是同一场体信迁移在不同实践环节的执行器。它们共同完成了同一件事：在日常的、

无数次重复的进食、称重和自我评价中，用外部命令逐步替换内部对话，并在每一次成功的替换中，

削去一层内感受性体信的自发运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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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历史前奏：体信何以在二十世纪变得“可拆卸”？

在展开机制分析之前，必须先回答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体信迁移会在这个时代大规模发生？在

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当然也会饮食失调、也会暴饮暴食、也会对自己的身体不满——但这些经验并没

有被组织进一套以外部数字为绝对中介、以持续性自我监控为常态的认知框架里。体信的“可拆卸

性”并不是一个永恒的人类处境。它是二十世纪几股历史力量的交汇产物。

但本文不想将这一节写成一份“科学管理如何渗透日常生活”的背景铺陈。我们追问的不是“泰

勒制如何影响了身体管理”，而是一个更靠前的问题：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套观念（科学主义与

效率崇拜）、一套物质技术（卡路里计量装置与精加工食品工业）、以及一种个体处境（对失控的焦

虑与对确定性的渴望）三者相互咬合——“体信”这一原本稳固的存在形态，第一次变得可以被系统地

松动、替代、并最终被个体体验为“不可靠”？

第一股力量是营养学的卡路里计量化。 十九世纪末，威尔伯·阿特沃特与罗莎建成呼吸量热计，使

人体能量收支的精确测量第一次成为可能；阿特沃特同期以弹式量热法系统测定各类食物的燃烧热，

并据此编制了食物能量系数表（Atwater & Rosa, 1899）。需要说明的是，该装置本身是一项代谢生

理学研究设备，把它读作卡路里计量体系的奠基，是后世的回溯性追认，而非它当初的自我定位。二

十世纪初，露露·亨特·彼得斯等科普作家开始将卡路里计数推广为大众体重管理方法，她在1918年出版

的《饮食与健康：以卡路里为钥匙》一书中，第一次大规模向美国中产女性传授了“每天一千两百

卡”的饮食法则（Peters,  1918）。这一步的历史后果比表面看来更深远：它第一次将“吃了多

少”这个原本只能被身体感受的质性问题，转变为可被外部数字精确定量的技术问题。观念层面从此

拥有了一个绝对客观、无需依赖任何主观感受的“营养真理”；技术层面拥有了一个可以标准化印

刷、传播和执行的数字工具；而在个体层面——尤其是当时刚刚开始进入公共领域的中产女性——则获

得了一种面对体重焦虑时的确定性：“只要照这个数字吃，我就能掌控自己的身体。”卡路里成了一

个“翻译器”，将身体的内部语言翻译成了一串随时可查的外部数字——一开始它只是辅助，但从翻译

变成替代的那一天起，体信的可拆卸性就已经被埋下了。

第二股力量是泰勒式科学管理从工厂向日常生活的扩散。 二十世纪前十数年间，弗雷德里克·泰勒

在工厂车间里推行的时间-动作研究和标准化工序管理原则（Taylor,  1911），在百年间经历了无数变

形，最终渗透进身体管理领域。泰勒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明确写道：“在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在未

来，系统必须是第一位的”（Taylor, 1911, p. 7）[4]。这里的逻辑迁移到体重管理，可以转译为：在

过去，“我感觉饱了”是第一位的；在未来，卡路里系统计算出的数字是第一位的——身体感觉必须服

从系统。当泰勒主义的三个核心指令——“用计量替代直觉”“用标准化替代个体差异”“用以产出换

回报的交易逻辑替代过程的体验价值”——进入身体领域时，它们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厂的管理工具。

它们成了一整套可以被个体自行安装、自行执行的自我管理程序，而这套程序的底层预设，正是泰勒

那句宣言的精确回响：系统是第一位的。体信迁移，是这一宣言在身体领域的具体实现。

第三股力量是现代食品工业制造的可口性过载。  高糖、高脂、高盐的精加工食品在二十世纪下半

叶成为日常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Moss,  2013）。这些食品的设计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刺激大脑奖

赏系统、推迟饱足信号的自然发出——食品工业内部称之为“极乐点”（bliss  point）。生活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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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环境中，内感受性体信面临着日常性的、高强度的干扰：当外部食物信号（包装、广告、高密

度的味觉刺激）不断以远超演化环境的强度轰炸大脑时，内部信号的音量就被相对压低。这一过程不

是“身体被破坏了”——它在演化中形成的饱足机制仍在工作，但它的信号在一个被逐食设计劫持的感

觉环境中，已不再足够响亮、足够清晰。这为外部数字充当“权威替代者”提供了最趁手的条件：如

果身体信号在日常饮食中变得难以信任，那个绝对精确、绝对清晰的外部数字，就成了唯一看上去可

靠的选择。

正是在这三股力量的交织下，内感受性体信在二十世纪变成了一种可以被系统性地松动、掏空、

最终被逐步替代的认知存在形态。它不是被某个人或某一个权力中心的意图“拆除”的——它是在一套

由科学、技术、工业和个体的焦虑共同编织的异质性网络中，在日常的、无数次重复的进食行为中，

被一点一点地从个体的认知基础设施上拆卸下来的。而当代主流减肥话语，正是在这片已经松动的地

基上，用三项泰勒主义指令，完成了对它的逐层拆卸。

3.2 精确计量：从内部信号到外部数字的日常替换

精确计量——卡路里计算、食物称重、每餐预设克数——是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拆卸工具。它的工

作方式不是“补充”内部信号——如一个导航仪在保持驾驶者自身方向感的前提下提供辅助信息——而

是在日常进食的每一个决策点上替代内部信号：一旦外部数字确立了“正确”摄入量的唯一标准，内

部信号的发言权就在每一次核对数字的动作中被褫夺。

让我们细看这个日常替换过程。在正常进食模式下，身体的饥饿-饱足信号系统以一种惊人的精度

运作：胃的物理扩张刺激迷走神经机械感受器，向孤束核传递饱足信号；血糖浓度的升降影响下丘脑

的摄食中枢；胆囊收缩素和酪酪肽等肠道激素在食糜进入小肠后释放，多层级地抑制食欲（Woods,

2004）。这些信号共同编织成一张密集的信息网，让一个人在大多数时候“不假思索地”就知道什么

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停。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是通过使用来维持的：每一次“饿了→吃了→饱了→

停了”的循环，都在加固内部信号的可靠性以及人与这些信号之间的对话关系——岛叶、前扣带回等内

感受处理区域对饱足信号的功能连接经过每一轮成功的对话而得到强化（Craig, 2009）。

精确计量恰恰切断了这个日常加固过程。当一个人开始按照软件设定的卡路里上限进食，她不再

需要在每一餐中“感受”自己是否吃饱——她只需要核对入口食物数字是否还没超过那个上限。她可能

还在饿，但数字说“你今天已经吃够了”，她于是选择不吃了。她可能已经饱了，但数字说“你还能

再吃一百五十卡”，她于是选择加一份酸奶。在每一个这样的替代时刻，内部信号都被告知：“你的

发言是无效的。”这种告知不是一次性的——它是在三十年间的每一顿饭、每一次加餐决定、每一

次“我还能不能再吃一口”的判断中，被成千上万次地执行。每一次这样的执行，不是一次中性

的“借助外部信息做决策”，而是内感受回路的一次被绕开——一次本该由内部信号完成的对行为的调

节，被移交给了一个外挂的程序。而被绕开的回路，每一次被绕开，都失去了一次在真实进食情境中

被激活、被锻炼、被校准的机会。

功能性神经影像研究已开始为这一过程的神经后果提供初步证据。在核心文献中，Cornier  等人

（2004）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对肥胖受试者进行脑成像，发现那些在进食后岛叶激活程度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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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后续长达两年的跟踪期间体重反弹最为显著——这一结果提示内感受区域的低激活与更差的长程

体重结果之间存在关联。Hinkle 等人（2013）发现，长期通过认知控制来调节进食的人，其背外侧前

额叶皮层——负责执行控制和外部注意力——在进食时过度激活，而参与内感受处理的岛叶和前扣带回

的功能活动则相对减弱。Brook  等人（2015）在一项元分析中综述了进食行为的认知控制与内部信号

敏感度下降之间的广泛证据。

关键的是，如何解读这些神经层面的发现。它们不是某种隐秘的“脑区损伤”决定了体信迁移的

困境，而是体信迁移这个在日常实践中持续发生的过程，在神经层面留下的脚印。当一个人在每一次

进食时都绕过内部信号去核对数字，她的大脑便在每一次这样的绕行中经历一次微小的功能偏转——内

感受回路少激活一点，执行控制回路多激活一点。日积月累，这种微偏转沉淀为一种神经功能的使用

依赖性适应：负责接收内部信号的脑区因为长期不被调用而趋于沉默，而负责执行外部规则的脑区因

为长期被调用而趋于主导。这不是一个“脑区坏了”的静态诊断，而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动态过

程。它与主观体验层面的“我不知道什么是饿了”（关系层面的断裂）、行为层面的“我必须看软件

才知道吃多少”（实践层面的依赖），构成了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三个互相放大的维度。神经的变化不

是原因，而是过程在生理维度的显现——正如肌肉的萎缩不是“床的原因”，而是长期卧床这一行为过

程的生理后果。这也意味着，当行为过程发生改变——当体信重建的实践重新激活内部信号的使用时

——神经功能的方向性偏转，在原则上是可以被重新校准的。这一可塑性，正是体信重建的神经基础。

这一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成功长期保持体重的人群，虽然也使用自我监测，却没有陷入本文

所描述的恶性循环。美国国家体重控制注册研究（National  Weight  Control  Registry,  NWCR）追

踪了数千名减重超过十三公斤并保持至少一年的成功者（Wing  &  Hill,  2001;  Wing  &  Phelan,

2005）。该研究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定期称重、记录饮食。然而，值得注意的关键区分是：

NWCR的原始研究本身并未区分监测的使用心态——它记录了“成功者做什么”，但没有深入分析他

们“怎么做”。本文基于 NWCR 的发现所做的二次理论阐释认为——这一阐释是从体信迁移理论出发

的逻辑推演，尚待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直接检验——保持体重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将监测作为对话性反

馈还是命令性考核来使用。前者保留内感受的参与：体重的微小波动不被判定为“失败”，而被当作

需要结合身体感受一起来解读的信号（“这周没变——哦对，最近压力大睡得少，身体可能有点水

肿”）。后者则用数字完全取代感受：数字不变就是“方法失效了”，数字上涨就是“我失控了”。

二者在行为表现上可能看起来相似，但底层的体信模态截然不同：一个是内感受性体信仍在运转，外

部数字只是对话中的补充信息；另一个是外部数字已经接管了判断权，内感受性体信被搁置在一旁。

成功者的经验不仅不与本文论点冲突，反而印证了核心诊断：关键不是是否监测，而是监测是否取代

了体信。

3.3 效能最大化：运动从“身体在表达”到“身体在被管理”

如果说精确计量在日常进食中逐步拆卸的是饮食领域的内部对话，那么效能最大化——追求用最少

时间消耗最多热量、将运动转化为一项投入产出交易——在日常身体活动中逐步拆卸的是运动领域的内

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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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整的体信状态下，身体活动不被觉知为一项独立的、需要被计量的“任务”，而是融解在生

活的结构里：走路去买菜、站着接电话、饭后散一圈步、陪孩子追逐。这些微活动之所以能持续，恰

恰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效能核算体系——它们不被编码为“锻炼”，不被评价为“够不够高效”，不被拿

来交换体重秤上的回报。它们只是生活。但在效能最大化框架下，运动被从生活中拔了出来：它成为

一个需要专门时间、专门装备、专门意志力投入的“项目”。而一旦成为项目，它就被推进了“投入

必须有回报”的交易逻辑——我明明流汗了，这周体重为什么没掉？每一次这种质问在心中响起，都是

在进行一次微小的关系语法转换：运动从“身体今天想走一走”的自我表达，变成了“我为减肥付出

了努力”的效能核算。

这一逻辑的破坏力，体现在运动心理学的一个稳健发现上。研究表明，那些报告“为了控制体

重”而开始运动的人，其退出率显著高于那些报告“为了乐趣”或“为了感觉更有活力”而运动的人

（Ryan et al., 1997; Teixeira et al., 2012）。Teixeira 等人（2012）的系统综述进一步确认，内在

动机——因活动本身的乐趣和满足感而参与——是长期运动坚持的可靠预测因子，而外在动机——因外

部目标如体重管理而运动——与长期坚持的关联远为脆弱。两组人可能做完全相同的运动，但前一组在

面对体重正常波动或平台期时，不容易因为“投入没有产出”的核算结果而放弃。而后一组之所以能

持续，恰恰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进入交易核算——他们去打球不是因为算过它会燃烧多少卡路里，而是

因为打球本身提供了足够的体验回报。他们看似在做一件不追求效能最大化的事情，但这种不计较回

报的心态，恰恰使他们能够持续地、长年累月地从运动中获得那几十万千卡的累积消耗——而正是这种

持续，而非任何单次运动的强度，与长期体重管理的成功相关（Donnelly et al., 2009）。

效能最大化在这里完成的，是一次体信层面的操作语法的日常转换。当运动被从生活的肌理中拔

出、重新栽进交易逻辑里时，它的可维持性就被拴在了外部回报的可见性上。而外部回报——体重数字

的线性下降、围度的明显缩小——从生理角度看恰恰是不能被保证的。平台期是代谢适应必然产生的稳

态重建过程；体重的日常波动受水钠平衡、糖原储量、激素周期等无数与脂肪变化无关的因素影响。

一旦外部回报不兑现，“亏损”的理性判断就触发了退出。

但退出之后发生的心理-生理连锁反应，远比单纯的“不运动了”更具病理深度。她站在体重秤

上，看着那个没变的数字，告诉自己“我失败了”。这个念头不是一个游离在身体之外的“想法”——

它本身就是一次即时的神经内分泌事件。自我批判和失败感激活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引发了皮质

醇的分泌峰值（Dickerson  &  Kemeny,  2004）。而皮质醇的慢性升高的已知效应之一，正是促使腹

部脂肪沉积和骨骼肌蛋白分解（Bjorntorp,  2001）。这意味着，在她对体重停止下降感到沮丧、进而

选择放弃运动的那短短几个小时内，她已经通过认知-生理的即时互构向身体发出了一个新的、完全没

有被意识到的指令：锁定。她的身体，因为她的想法，而变得更倾向于保留脂肪。这不是“心态不

好”或“意志不坚”——这是身体按它被进化配置的反应机制在回应那个被翻译为压力的认知事件。外

部计算性体信在这里展现出它最深层的病理结构：它不仅制造了导致退出的心理判断，它还通过该判

断的生理效应，使退出所导致的体重结果开始兑现那个判断本身所恐惧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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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线性回报预期：平台期作为体信重建的最后窗口为何被关闭

在精确计量在日常进食中逐步拆卸了饮食的对话、效能最大化在日常身体活动中逐步拆卸了运动

的对话之后，体信重建还剩下最后一个可能的窗口：平台期。

生理学上，平台期不是失败的信号，而是身体在经历了一段能量负平衡后、终于完成了对新能量

供应水平的系统性调适的标志。脂肪组织分泌的瘦素下降，甲状腺T4向活性T3的转化效率下调，骨骼

肌在低能量状态下变得更加经济——这些代谢适应使能量支出逐渐下降到与摄入持平，体重因此停止下

降（Rosenbaum & Leibel, 2010; Sumithran et al., 2011）。但平台期在体信论视角下的深层意义

远比这更具建构性：它为中枢神经系统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去逐步“读取”当前的新体重状态，并

慢慢下调体重设定点的防御区间。如果这个窗口不被暴力打断——如果一个人能给予身体以月计的耐

心，在体重静止时不恐慌、不加码、不放弃——体重的代谢防御会逐渐松开，进一步下降的生理条件才

可能重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期不仅是体信重建的窗口，它本身就是一次体信的考验与训

练：你能否信任身体的智能，在它告诉你“我需要时间来适应”的时候，不被外部计算系统那“没有

下降就等于失败”的判准所胁迫？

但线性回报预期——即投入必须产生即时、成比例、可见的产出——恰恰无法容忍这一段沉默。它

所要求的，是每一次自律努力都必须在体重秤上得到迅速的兑现。平台期在它眼里不是身体在说话，

而是“方法失灵了”。一个被线性回报预期驱动的人，在面对体重停滞时，她的反应不是暂停外部指

令、重新聆听身体，而是收紧外部指令——进一步压低卡路里目标、增加运动频次、尝试更极端的方

法。这个收紧产生了三种互相加剧的效果。

生理层面，更大的能量压力触发了更深的代谢适应，并将身体推入更应激的生理节能模式，反而

使体重更顽固。心理层面，更严苛的规则意味着更高的执行难度、更大的剥夺感累积、以及更低的容

错空间——为下一轮暴食和自暴自弃积蓄了更猛烈的心理势能。关系层面，这个收紧的动作完成了体信

迁移的最后一步：它不仅在行为上用外部命令取代内部信号，还在诠释层面彻底否定了身体信号的可

信性。体重静止，身体说“我在调适”；算法说“你在抵抗”。她选择相信算法——而每次做出这个选

择，她都朝那个让她事后更后悔的暴食更近一步。

3.5 周期锁定：失败如何被体信迁移固化为命运

至此，体信迁移的生成链条可以完整呈现。这不再是一幅“几个独立副作用”的拼图，而是一台

自我推进的锁定机器。每一轮减肥-反弹周期的运转，都在三个层面同时加固体信迁移：（1）能力层

面——内部信号因长期在日常进食中被绕开而进一步弱化，每一轮周期都使不使用外部规则吃东西变得

更困难；（2）信念层面——本轮失败的经验被内化为自我叙事：“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不相信自

己的身体”，这个信念不是游离在行为之外的“想法”，而是在每一次进食决策时被激活的实践性认

知——她在拿起筷子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会失败，这个“知道”本身就在削弱她接收内部信号的能

力；（3）行为层面——暴食和放弃被不断重复而成为面对压力的默认应对模式，每一次重复都在加固

这条神经通路的易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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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面相互放大：能力弱化加固了“必须靠规则”的实践性认知，这个认知推动更严格的行

为，行为崩塌后更深的自责再次确认“我不行”。而“我不行”这个信念又反过来在每一次进食时充

当一个自证预言——它让她在还没开始吃之前就已经进入了一种“反正我管不住自己”的放弃状态，这

种状态本身就降低了她对内部信号的关注度，从而让内部信号更加沉默。这不是“心态决定成败”的

意志主义说教，而是认知-行为-生理在成千上万次日常循环中彼此塑造、彼此加固的可实证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经历了几轮“成功减十斤→反弹十二斤→再成功减八斤→反弹十五

斤”之后，她陷入的困境不仅是生理上更难瘦、心理上更无助，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认知能力的贫瘠：

她发现自己“不会正常吃饭了”——不知道什么是饿、什么是饱，只能感到两种状态：要么处在“我在

执行计划”的紧绷控制中，要么处在“我失控了”的麻木进食中。饱足那个自然的中止信号，在多年

外部规则的日常替代下，已经变得微不可闻。这不是信任的磨损——磨损是可以修复的，只要停止磨损

的动作，信任会慢慢长回来。这是模式的逐步替换：旧的认知通路因长达数十年的日常废用而功能衰

退，新的外部计算通路成了唯一的可用选项——而这条选项，恰恰是让困境继续锁定的那个引擎。

更致命的是，这种模式替代具有自我加固的逻辑结构。外部命令越是成功地接管了进食决策——越

是精确地计算出每天该吃多少、什么时候吃、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内部系统就越是失去了在日常

实践中被训练和维持自身的机会。外部命令的每一轮“成功执行”，都在为下一轮内部系统的进一步

弱化积蓄条件。而当外部命令因生活的扰动而暂时撤除时——节假日的聚餐、出差时的不可控饮食、情

绪低谷时的意志力断裂——内部系统已经没有足够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来接盘，于是崩溃——暴食、放

弃、自责——以远超出扰动本身造成的生理波澜的幅度，将成果付诸东流。这就是“成功即失败”的完

整逻辑：外部命令的成功执行与内部调节的废用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前者越是高效，后者越是贫

瘠，后者越是贫瘠，系统对外部命令的依赖就越深、就越承受不起命令失灵的那一天。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主流减肥话语所定义的“成功”，恰恰是下一轮失败的生理-认知基础。这不是执行不力者的自

白，这是这台锁定机器的运行说明书。

四、林姐：一个体信迁移的理想类型

上述论证勾勒了一台抽象的锁定机器。但机制要真正说透，必须落在具体生命的质地中。本节将

引入一个详细的质性案例——林姐。

在给出这个案例之前，有必要先澄明它的方法论定位。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特定的个案，而是一

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它不是对某一个真实个体的如实描述，而是从大量已发表

的质性研究、临床访谈记录和笔者对体重循环人群的长期关注中，萃取和整合出的一个分析性构造

物。它的目的不是提供经验证据来“检验”体信迁移理论，而是展示：如果体信迁移的生成机制如本

文所论证的那样运作，那么它在一条具体生命史中的展开，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转折和纹理。构成

这个理想类型的“材料片段”，部分来自已发表的质性研究中受访者的原话与生命史片段——例如，

Hindle 和 Carpenter （2011）在英国对反复减肥者的深度访谈中记录了受访者关于“不知道什么是

正常吃饭了”的反复表述；Tylka等（2013）关于直觉饮食和身体意象的质性资料中包含了与“数字

取代感觉”高度共鸣的叙述；以及Bombak（2014）在那篇题为《肥胖战中的肥胖者：关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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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与体重的质性研究》中对体重循环个体的身体经验所做的细致记录——一位受访者说：“我已经完

全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感觉了，我只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不该’。”另一位说：“我

害怕放弃计算卡路里，因为那是我唯一知道怎么吃饭的方式。”读者在这些研究中可以读到许多与林

姐的故事高度共鸣的真实声音；本节所做的，是在体信迁移的分析框架下，将这些共振的声音整合进

一个具有内在统一叙事逻辑的理想类型，以便使理论看得见、摸得着[1]。

林姐今年四十二岁。她第一次认真尝试改变体重是在二十八岁那年。那年她刚生完孩子，体重比

孕前多了十几公斤。产假结束回到工作岗位，一位熟人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富态了”，她当晚就下

载了一个卡路里计算软件，把身高体重输了进去。软件给了一个数字：每天摄入不得超过一千四百千

卡。她把那个数字记在心里，从第二天开始执行。

最初三个月，一切都像是在回报她的自律。她在手机上记录每一口食物的克重，米饭从一碗减到

半碗再减到三口，晚餐用一根黄瓜和一颗水煮蛋代替。她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了一包苏打饼干——那是

她给自己留的“万一实在太饿”的后路，但她从来没打开过。三个月后，她减掉了九公斤。熟人开始

说她“状态回来了”。她站在体重秤上，觉得那个数字在告诉她：你能控制自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三个月的“成功”背后，体信迁移已经悄然开始了。饥饿不再是“该吃

了”的信号——它是需要被克服的诱惑。饱足不再是“可以停了”的句号——它是被预设的减半碗饭量

所取代的冗余信息。每天摄入不超过一千四百千卡这个外部指令，已经在日常的每一餐中替代了内部

调节系统的大部分功能。只是在体重下降的阶段，这个替代的代价还看不见——它被“成功”的光泽覆

盖了。这正是体信迁移最隐蔽的特征：它在“成功”的掩护下悄然推进，每一次被外部数字成功取代

的内部判断——每一次本来可以“感受一下再决定吃不吃”、却被“看一下软件还剩多少卡”取代的进

食决策——都在加固外部计算通路、弱化内部感受通路。只有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生活的扰动、情

绪的波动、或者仅仅是平台期的到来——将一个无法继续执行命令的时刻摆在面前时，那个早已被日常

替代掏空的内部系统才显出它已经不足以独立运作。

问题出在第四个月的某一个晚上。那天她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发现家人已经吃过晚饭，桌上剩着

一盘她最爱吃的菜。她站在厨房里，心里有两股声音在打架。一个声音说：“你今天已经吃过晚饭

了。”另一个声音说：“今天这么累，吃两口怎么了。”她吃了几口。然后是更多。然后她坐到了沙

发上，把盘子端过来，吃光了所有剩菜。然后又翻出了一袋放了一个月的零食，吃完了。又开了冰

箱，把家人剩下的半盒甜饮料喝了。她吃到了胃疼才停下来。

事后回忆那个夜晚，林姐说，她当时心里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有一种“反正今天已经破

了戒”的感觉，让她决定“干脆彻底放纵一次，明天重新开始”。这里需要被精确分析的，是那

个“反正”。当一个人的进食行为由外部规则——每天一千四百千卡——来定义时，任何超出规则的进

食都无法被编码为“吃多了一点”，只能被编码为“破戒”。规则是二进制的：要么遵守，要么违

反。一旦违反发生，这一天在认知上就被归入“失败日”。而“失败日”——不同于“普通的日

子”或“成功的日子”——的逻辑是：今日已失败，不妨彻底放纵，明天清零重启。Polivy  和

Herman（1985）在经典的饮食抑制理论中称这种现象为“去抑制效应”（disinhibition  effect）

——一旦自我施加的规则边界被跨过一次，抑制系统就整体崩溃，而不是根据生理饱足来分程度地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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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林姐当晚的暴食，不是由“那几口菜在生理上触发了什么”驱动的，而是由一套操演在管理-被管

理的自我关系内部的二进制失败判断驱动的。她身体里那套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吃饱了就停”的机

制，不是被战胜了，而是在那套判断被激活的瞬间被完全绕过了——这套判断的操作对象不是食物，而

是“规则是否被遵守”。身体信号在这种判断结构里根本没有发言位置。

但体信迁移真正的加固，发生在第二天早上。林姐起床后称了体重：一夜之间回弹了一点五公

斤。她在镜子里看自己，觉得那几个月的努力全白费了。她那天没有按计划吃水煮菜。她吃了很多，

不再记录任何数字。在对她的访谈中，她说那天的心情是“破罐子破摔”。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被

摔碎了？那个“罐子”是什么？——是被外部规则定义的那个“自律的我”的意象。这个意象一旦被前

一晚的暴食击碎——在她自己的诠释中，不是被复杂的生理与心理机制击碎，而是被“我没有意志

力”的自我指控击碎——它的碎片就无法支撑当天的约束行为。这正是体信迁移在关系层面的精算：当

自我调节完全依赖一个以“自律的我”为中心的外部控制系统时，这个系统一旦在某个点上断裂，就

会导致全域放弃，因为已经没有另一套来自身体内部的、独立的调节系统可以接手。

除了这些可见的行为和情绪，林姐的身体中还有一些她完全觉察不到的变化在悄然发生。在那几

个月的持续低能量摄入过程中，她的非运动性活动产热——那些微小的、不被编码为“锻炼”的日常身

体动作——已在不自觉间大幅减少：她坐在桌前换姿势的频率降低了，午饭后不再习惯性地走一圈，接

电话时不再站起来（Levine et al., 1999）。这些微变化的单个能耗微不足道，但加起来，她的每日总

能量支出已经比几个月前低了数百千卡，而她对此毫无察觉。与此同时，她的饱足信号系统正在经历

一次深刻的适应：瘦素水平因脂肪减少而显著下降（Rosenbaum et al., 2005），向大脑传递的“能

量储备充足”信号被调低——这意味着，她比体信完整时更容易感到饥饿，更难感到饱足。她以为自己

在对抗的是“馋”，但实际上，她正在与一个在能量匮乏时期启动的、演化上极其顽固的生存程序对

弈。这恰好回应了引言中那个关键的困惑：她越是努力，就越是把自己锁进一个与自身生理本能的冲

突中——而这冲突的结局，在她开始减肥之前，就已被她身体的演化遗产所预设。

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循环以各种变体不断重复。她试过代餐奶昔计划，两个月体重明显下降，但

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几个月内全部反弹。她办过健身房年卡，请过私教，第一个月每周去好几次，第二

个月每周一两次，第三个月再没去过——她不好意思回私教的消息。她试过一套号称“不饿肚子也能

瘦”的饮食法，严格执行了两周体重没动，她在第十五天放弃了，觉得自己“连这么科学的方法都救

不了”。

到四十岁时，林姐的体重比二十八岁第一次认真控制体重之前重了十多公斤。但比体重更沉重的

东西，是她与自己身体之间关系的彻底异化。她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段表述与  Bombak（2014）在

肥胖战质性研究中记录的受访者叙述具有可以识别的共振——“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饿、什么是饱了。

我只知道两种情况——要么是我在按规定吃饭，那时候我很紧张，但我控制得住；要么是我没按规定吃

饭，那时候我不紧张，但我控制不住。”这段话，是体信迁移完成后的精确写照。林姐与进食相关的

全部经验，已经被压缩进一个单一维度：在外部规则之内，还是在外部规则之外。内部信号——饥饿的

轻微胃鸣、饱足的逐渐升起、对某种特定食物而非泛指“吃”的渴望——这些曾经是进食行为当然信息

源的身体语言，在多年废用之后，已经从她的意识雷达上消失了。她不是“无视”身体信号，她是在

14



生理上已经不能清楚地接收到它们了。而那个她仍然能清楚接收到的信号——来自外部规则——在她遵

守它的时候带来的是紧张（因为维持这种遵守需要持续抑制已经被内部废用而变得更难抑制的生理冲

动），在她违反它的时候带来的是放弃。两个状态之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可以让一段逐步修复的、

允许自我调节的对话发生。

林姐的故事目前仍在展开中。四十岁那年的某一天，她和一个同样在控制体重上反复挣扎的朋友

聊天。朋友说了一句话：“我已经放弃减肥了，我就想学会好好吃饭。”林姐说她听到那句话的时

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在本文的分析框架里，她想哭的原因是可以被精确识别的：“放弃减

肥”这个说法，触动了她内心深处仍然残存的那一丝内感受性体信——一种对身体能够“自然地知道怎

么吃”的渴望，一种对“我不用把自己当成管理对象”的可能性的向往。她不是在为一个目标的失败

而难过，她是在为自己丧失了一种最基本的、人之为生命体的认知能力而哀悼。

从那之后，林姐开始缓慢地尝试不是以改变体重为目的的另一种与食物的关系。她试着不看卡路

里数字吃饭，试着吃到她觉得“差不多了”就停——她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

时候是“差不多了”。她开始接受饭后散步不是因为“燃脂效率高”，而是因为走一走让她觉得舒

服。她开始在朋友聚餐时不提前查菜单的热量，而是允许自己点想吃的，同时练习在吃得差不多的时

候放下筷子——她失败了很多次，但慢慢发现，因为没有“今天破戒了”的标签，偶尔的过量不会滑向

崩溃式的暴食。她说她三年没称体重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多重，也不想知道了。”她说这不代表

她放弃了健康——“我只是不想再把我的身体当成一个需要被管理的项目了。”

林姐的进程值得被看作一份体信重建的早期观察，而非一个成功学故事。她没有“从此拥有完美

身材”或“彻底告别情绪化进食”。她所经历的，是一种与食物、身体和运动之间关系的痛苦的、缓

慢的、充满反复的重新配备过程。体信重建不同于体信磨损的修复，因为磨损意味着原本的设施还

在，只需要停止破坏性行为。体信迁移意味着旧的认知通路已因长期日常废用而部分功能衰退——林姐

在第一次尝试“吃到差不多就停”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差不多，这不是一个态度问题，

这是认知基础设施已经发生了功能性退化的具体表现。重建，意味着需要长出新的神经连接和新的关

系习惯，去替代那些已经被外部计算替代掉的东西。这需要时间、需要容错、需要在反复失败中不自

我谴责——而正是这个“不自我谴责”，对于已经习惯于将任何偏离编码为“失败”的外部计算性体信

来说，是最难做到的。

五、在数字生态中重建身体的叙事主权：操作原则与范式转向

如果本文的论证成立——如果当代减肥困境的根性原因是体信迁移而非单纯的信任磨损——那么解

决路径就不可能是对现有方法的修补。你不可能用拆卸了体信的工具去修复体信，正如你不能用更精

确的卡路里计算来解决卡路里计算造成的内部信号失活。需要的不是方法的替换或改良，而是认知范

式的转换：从外部计算性体信，转向一种能够容纳数字、但不被数字奴役的新型身体对话的生成。

但在进入操作原则之前，必须做一笔最重要的自我反思，以彻底洗掉本文可能带有的、将“体信

重建”浪漫化为某种“回归自然状态”的怀旧残留。本文提出的“重建”，不是在主张回到一个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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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污染的、演化中的“纯净身体”的乌托邦。演化中的内感受性体信本身并非完美——它在高热量

食物稀缺的环境中被塑造，因此在食物充沛的环境里天然具有对高糖高脂食物的偏好，这种偏好本身

在现代食物环境中恰恰是需要被认知调节的弱点。任何人都不应幻想存在一种“只要听从身体就一切

健康”的黄金时代——那是不存在的。

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彻底摆脱外部数字”，而是：在承认外部数字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不可逆成

分的前提下，如何让内部信号和外部数字之间生成一种对话的、而非命令的新语法？ 一个人的手机里

可能仍有卡路里软件，她可能仍会看营养标签，她可能在特定健康目标下（如术后恢复、运动表现调

校）仍需要精确计量——但关键的是，当她的内部信号响起时，它们不被自动默认为不可靠的、可以被

外部数字否决的噪音。当她说“我饱了”，这个判断与软件上显示的“今日剩余热量”之间，是一场

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对话，而不是前者自动服从后者的命令。目标不是回归一个已经被历史不可逆地改

变了的“内部纯粹性”，而是生成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人与身体与数字之间的三边对话方式——在数字

生态中重建身体的叙事主权。

从这一澄清出发，本节将勾勒三条操作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一套“更聪明的减肥方法”，而是一

种根本不同的与身体建立关系的方式。它们不构成一个封闭的“疗法”，而是一组方向性的转向建议

——每个方向的具体实践都需要在与个体的具体体信状态、生活条件和目标愿景的持续对话中被调整。

用前文的话说：它们不是在命令的废墟上建立一套更聪明的命令，而是让对话重新获得它得以发生的

日常条件。

5.1 从数字中介到内部信号的逐步重新校准

第一条原则关涉饮食。重建身体对话的饮食实践，不是制定一套“更温和”的饮食规则——任何外

部规则，只要仍保留对进食行为的定义权，就仍然在运行外部计算性体信的语法。重建需要的是：逐

步减少外部数字在日常进食决策中的中介作用，重新让内部信号成为进食行为的重要参照——但这一

次，是在承认外部知识（营养学、食品工业的现实、个体的健康状况）可供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当然不是一夜之间能做到的。对于一个体信已经被深度拆卸的人来说，“听从身体信号”是一

个荒谬的指令——如果你的人已经在多年的外部规则替代下丧失了感受身体信号的能力，你没办

法“听”那些已经听不见的信号。重建需要从最低门槛的具体练习开始。第一步可以是：在日常的几

餐中，挑出一餐——比如周末独自吃的一顿早餐——不设任何数字限制，不设任何食物分类，唯一的指

导原则是“在吃的时候，每隔几口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还有多饿？”这不是为了“吃得更少”，

而仅仅是为了重新建立对饥饿程度的觉察。这不要求任何特定行为——你不需要在某个点上停下来，你

只需要开始练习“问”。这个“问”的动作本身就是重建对话的最小单元：它把外部指令的语法

（“你应该”）替换为内部觉察的语法（“你感觉到什么”）。每一次这种“问”成功地替代了一

次“算”——哪怕只是一口饭——都是在用对话替换命令。

当“问”的频率增加、对内部信号的辨别力渐渐恢复，下一步可以是练习“饱足停止”——一旦你

在进食过程中觉察到那个“差不多了”的体验，就让自己试着停下来，哪怕只比平常早停一口。关键

的是如何在“没有按计划停”时回应自己。如果某一天你没能在目标点停下、吃得超过了舒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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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不是“明天更严格”，而是把这次的过量重新框定为数据而非失败。你对自己说：“嗯，它发

生了一次。我当时的身体是什么感觉？我的情绪是什么？我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比平常吃得更多？”这

些问题的语法是对话性的，不是审判性的。它们在重新搭建一段人与身体之间的信息通道——将暴食

从“一次需要被惩罚的违规”重新编码为“一次需要被理解的沟通”。每一次成功的重新框定——不触

发惩罚性的紧缩和更猛烈的失控——都是在用对话的语法替换命令的语法。

5.2 从效能核算到非交易的日常活动

第二条原则关涉身体活动。重建身体对话的运动实践，核心不是换一种更温和的锻炼方式，而是

将身体活动从“交易逻辑的拔取”中重新放回“生活结构的嵌入”。

这意味着，第一步不是去找一个“更科学更适度的运动计划”——计划本身就是外部指令的一种形

式。第一步是停止将运动作为一项独立任务来对待，而是重新唤醒那些不被编码为“锻炼”的日常微

活动：走楼梯而放弃在一楼等电梯、陪孩子在小区里追逐而非坐在长椅上看手机、把车停在停车场最

远的那头、饭后出去走十来分钟而不叫它“有氧运动”。这些微活动之所以对重建身体对话特别重

要，不是因为它们燃脂效率高——恰恰相反，它们单次能耗极低——而是因为它们避开了效能核算。它

们不被编码为“锻炼”，因此不产生“我到底消耗了多少卡”的计算要求；它们不被期望产生体重回

报，因此不在体重不动时面临“投入没有产出”的审判。它们只是生活。而这种“只是生活”的编

码，恰恰保护了它们不被卷入那个扼杀运动可持续性的交易逻辑。一个人不会因为某天没走楼梯而觉

得自己“运动失败了”，不会因为饭后散步没有消耗足够热量而认为这趟散步“白走了”。当身体活

动是以这种方式嵌入生活时，它提供的代谢消耗是持续的——不因为哪一周体重不动而退出。体信在这

一过程中重建的，是运动的体验基础：身体重新被体验为行动的当然主体——你散步是因为今天想走

——而非一个需要被“带去锻炼”的、懒惰的、需要被征服的对象。

5.3 从线性要求到给身体以叙事的时间

第三条原则关涉时间。外部计算性体信的时间结构是线性的、以天和周为单位的：每天达标，每

周下降，每月有进度。这套时间结构与身体的生理节律——代谢适应以月计、体重设定点重校以更长的

周期计——严重错配。当体重没有按预期时间线下降时，这套错配本身就成了新一轮自我攻击的触发

点。

重建身体对话需要在时间层面完成一次深刻的重新想象的练习：将身体理解为一个拥有自己叙事

速度的、不能按外部时间表被催促的存在。这不是一种“放任”——该做的事仍然在做：均衡的饮食、

适度的活动、对睡眠和压力的照料。但当这些实践不被系在一个“必须在下个月之前看到结果”的时

间轴上时，它们的意义就不再来自外部回报，而来自实践本身：它们是人对自己身体的基本照料，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一项有截止日期的项目。平台期尤其需要被重新框架。在重建身体对话的视

角下，平台期不被视为需要被“突破”的障碍，而被视为身体正在进行生理重校的证据——是它认真对

待你的能量状态、启动精细的多系统调适的信号。这一个时期的正确回应，不是加码，而是给予以月

计的耐心，并利用这段体重静止的时间去练习一个更深的能力：无关结果的稳定实践。你继续做饭、

散步、照顾睡眠，不是因为体重秤让你高兴，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值得被这样照料——不管它这周回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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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数字。这一能力，就是身体对话本身在时间维度上的成熟形式：它是在时间的重压下，仍然能

对一段关系中那些看不见回报的照料说“我愿意”。

六、讨论：反驳、定位、与新技术相遇

每一个对一种新范式的主张，都有义务直面它最有力的反对方，也有义务在对话中确立自身在更

大学术领域中的位置。本章将完成三件事：回应两个本文无法回避的核心反驳；在与安玛莉·摩尔《吃

的哲学》的对话中进一步锚定“体信迁移”的理论位置；并迎向一个当代体重管理领域最具颠覆性的

新技术现象——GLP-1受体激动剂——检验本文论点的解释力边界。

6.0 与《对数字的信任》的正面对质：一个必须先承认的占位

在进入反驳与回应之前，本文必须先承认一处被占位。西奥多·波特在《对数字的信任》（Porter,

1995）中已经完整地论证过本文所依赖的那条核心机制：当一种判断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当判断者的

个人裁量不再被信任时，量化就会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客观性”被引入，用可携带、可核查、可跨

语境传递的数字，接管原本由内行的默会判断所占据的位置。波特追踪了这一过程在会计、精算、成

本效益分析与工程标准中的展开，并给出了那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量化的兴起不是认知能力的胜

利，而是信任的匮乏所留下的疤痕——数字被请进来，恰恰因为人不再被信任。

本文的“体信迁移”在结构上就是这条机制下放到身体尺度的一个实例。这一点必须明说，而不

能靠不引用来制造原创的假象。

那么，在波特已经占住的地方之外，本文还剩下什么分工？剩下的是主体位置的差别。波特处理

的全部案例，其信任让渡都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公众不信任精算师，于是要求精算师用公式说话；

立法者不信任工程师的经验，于是要求工程师提交成本效益表。让渡权威的人和被剥夺裁量的人是两

拨人，量化在其间充当仲裁的中介。而本文所描述的让渡，发生在同一个人的内部：让渡立法权的是

她，被搁置裁量的也是她的身体，二者共处一具肉身，中间没有第三方需要被说服。这就带来一个波

特的框架里没有位置的后果——当外部问责消失时，跨主体的量化装置通常会随之松弛（无人查账则少

记账），而内部的体信迁移不会。

这个差别是可以检验的。波特式的框架预测：量化实践的强度随外部问责压力升降。本文预测：

在零外部问责的条件下——一份从不给任何人看、也不同步到任何社交平台的私人饮食记录——体信的

流失仍会以大致相同的速率继续。如果一项设计良好的追踪研究发现，撤除全部社会可见性之后，内

感受依赖度的下降被显著遏止，那么本文这一处的剩余分工就不成立，“体信迁移”应当被收编为波

特论题的一个应用案例，而不再作为独立命名保留。

同一处还须承认另外两笔占位。其一是克劳福德的“健康主义”（Crawford,  1980）：将健康重

新界定为个人的道德责任、并把身体状况读作意志品质的证据，这一整套意识形态早在四十余年前就

已被精确命名，本文第3.5节的“周期锁定”在道德归因这一层完全落在它的射程内。本文的剩余不在

道德层，而在计量层——健康主义解释了失败为什么会被读成人格缺陷，它没有解释那台把感受换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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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机器是如何一步步安装完成的。其二是埃斯佩兰与索德的“反应性”（Espeland  &  Sauder,

2007）：被测量者会为了指标而改变行为，这条通路已被完整占位。本文的剩余是通路的另一端——

不是行为策略的调整，而是感知通道本身的萎缩。反应性研究中的法学院院长学会了为排名而操作，

他并没有因此丧失对办学质量的判断力；而本文所论的使用者，是在长期不再需要判断之后，逐渐不

会判断了。前者是策略性适应，后者是能力性退行。二者的可裁决差别在于：撤除指标之后，前者会

迅速恢复原有判断，后者需要一段可测量的重新学习期。

6.1 反驳与回应

对于本文的核心论点——当代减肥困境的根性原因是体信迁移——存在着至少两个不能回避的反

驳。

反驳一：“内感受不可靠”

第一个反驳可以这样表述：你主张用内部信号替代外部数字作为进食行为的主要依据，但内部信

号本身就是可以被轻易操纵的。超加工食品的设计目的，正是欺骗大脑的饱足机制——它们被精确调校

到“极乐点”，使人吃下远超过生理需要的食物而仍然不感到饱（Moss,  2013）。在这样的食物环境

中，依靠内部信号来管理进食，无异于在赌场里依靠“我觉得我赢够了”来管理赌博。

这个反驳准确地指出了内感受性体信在当代食物环境中面临的结构性困难，但它混淆了两个不同

的问题：体信的能力，与体信得以运作的条件。本文从未声称内感受性体信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单独维

持健康进食。我们承认，在超加工食品泛滥、食物线索无孔不入的环境中，体信需要被辅助——就像目

力在浓雾中需要被导航仪辅助。但辅助不同于替代。导航仪辅助目力，不要求驾驶员闭上眼睛只看屏

幕；外部信息辅助体信，不应要求人废弃内部信号只听数字。而当代主流减肥话语的问题恰恰不

是“提供辅助”，而是“实施替代”——它系统地训练人不要去感受，不要相信感受，把全部判断权移

交给外部系统。体信重建的目标不是让人在垃圾食品包围中裸奔，而是让人重新能够接收和运用内部

信号，并结合对外部食物环境的清醒认知——比如理解某些食物是故意设计来绕过正常饱足机制的，从

而在吃这类食物时格外留意，或者在大多数日常饮食中避开它们——来做出更整合的决定。更进一步

——回应进化心理学可能提出的挑战——体信重建的目标，不只是恢复演化塑造的“原始内感受”，而

是培育一种有认知武装的新型身体智慧：它既根植于内感受，又携带着对现代食品环境的清醒知识，

能够在超加工食品面前主动作出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被动地被极乐点牵着走。体信不是与外部知识

对立，而是让外部知识找到它可以对话的那个内部锚点。

反驳二：“完美执行就能成功”

第二个反驳更具挑战性：本文所批评的算法思维，如果被真正完美地、持续地执行，难道不能成

功吗？那些健美运动员在备赛期极度严格的饮食控制，那些需要控制体重的运动员精确到克的营养计

算——他们不是靠算法成功了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算法本身有缺陷，而在于普通人“执行不力”。

这个反驳有力量，因为它将失败重新归因于人类执行力的天然缺陷——一个似乎很难被完全驳倒的

领域。但本文的回应不打算停留在“算法太难所以无法长期执行”这一层。本文要指出的是：外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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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成功执行与内部调节的废用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相——前者越是高效，后者就越是贫瘠；后者越

是贫瘠，系统对外部命令的依赖就越深、就越承受不起命令失灵的那一天。

健美运动员和需要控制体重的运动员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逻辑的最明确例证。在竞技生涯的特定阶

段——备赛期、比赛季——他们确实以极高的精确度执行了近乎极端的饮食控制和训练方案，并且在体

重和身体成分上取得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成果。然而，这种“成功”的前提是：他们的外部命令系统

是在特定时期、有特定外部激励（赛程、团队、职业生涯）的高度约束下运行的。即便如此，这一人

群为此承担的身心代价已有广泛的文献记录：女性运动员三联征（月经失调、骨密度下降和进食障碍

的高风险并行出现；Nattiv  et  al.,  2007），内分泌紊乱——包括下丘脑性闭经、甲状腺功能抑制，以

及因长期能量不足导致的性激素水平显著下降（Mountjoy et  al.,  2014），以及对食物的高度焦虑和

一旦脱离严格监控后无法自我调节的长期进食失调（Sundgot-Borgen & Torstveit,  2004）。而当退

役到来——那个维持了多年极端命令系统的外部激励被撤除时，没有已经退化的内部调节系统来接盘

——许多人经历了大幅体重反弹和身体意象的急剧恶化（Stephan et al., 2003）。

质疑者可能会说：“普通人不会退役，他们可以一辈子‘完美执行’啊。”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

在。普通人之所以不能像运动员那样长期“完美执行”，不是因为他们意志力更差，而是因为他们的

生活不具备运动员那种高度受控的外部环境。普通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可预测的社交、情感波动、工作

压力和家庭责任——这些必然会扰动外部命令系统的严密运行。而恰恰因为体信迁移已经废用了内部调

节，每一次微小的、不可避免的命令扰动——一次推不掉的聚餐、一个情绪低落的深夜、一段压力巨大

的项目期——都会因为系统缺乏弹性而面临远超出扰动本身的崩溃风险。外部命令系统是一个刚性的外

壳，而普通人的生活是一片不断震动的地面；当外壳在震动中裂开一道缝时，里面没有柔软的缓冲层

来接住冲击——因为那层缓冲层（内感受性体信）已经在长年的日常废用中变得稀薄了。这解释了为什

么普通人的“完美执行”周期总是以“失控”收尾——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如运动员，而是因为他们生活

在真实世界的日常波动中，而体信迁移已经剥夺了他们的系统应对这些波动所需的弹性。

这一图景展现的，正是体信迁移逻辑的完整呈现：在一段时期内，外部命令高效运转，取得了被

社会所称赞的、高度可见的“成功”——而与此同时，内部调节系统在长期的日常废用中逐渐丧失了独

立运作的能力。当外部命令因生活环境的必然波动（一个聚餐、一段压力、一次情绪低谷）而无法继

续按原有强度运行时，那个已经被掏空的内部系统无力接手，崩溃——体重反弹、进食失调、心理困境

——以超乎寻常的幅度发生。他们不是因为“执行不力”而失败的——在能够执行的那些日子里，他们

比几乎任何人都执行得更力。他们的困境恰恰在于，那些日子里他们所定义的“成功执行”，是在以

内部系统每一轮未被使用的机会为代价换来的。普通人面对的，是同一个逻辑在较低的强度上、以更

漫长的节奏在运行的现象[6]。

因此，这道反驳揭示的不是“完美执行”的例外，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悖论：在身体这个特定对象

上，以完全取代内感受性体信为代价的“完美执行”，其成功本身就在为执行条件变化后的崩溃积蓄

着生理和认知条件。这不是“道理上算法有效、现实中人执行不好”的问题。这是：“执行”这个概

念本身，当它以命令语法来运作时，就在同时完成外部目标的推进和内部对话能力的流失。一个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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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功地”管住了自己的体重，她就越是不再具备不管体重时仍然能够正常进食的那种基本能力。

这个悖论，不是个案的特殊经验，而是体信迁移这个概念所指的结构。

6.2 与《吃的哲学》对话：多重身体性与历史生成的轴心

在确立了体信迁移概念相对于既有批判理论的位置之后，有必要正面回应来自本文所必须面对

的、最强有力的理论对话者。安玛莉·摩尔在她的《吃的哲学》中，深入探讨了“我思”与“我吃”之

间错综复杂的张力——算计的主体与感受的主体如何在同一具身体中互相拉扯（Mol  &  Mesman,

2012;  Mol,  2021）。她在阿姆斯特丹的进食障碍诊所中的民族志工作，精彩地揭示了患者如何被夹

在“理性饮食管理”与“身体的需求”两套不可通约的话语之间，既无法放弃对数字和管理的依赖，

又迫切地渴望恢复“从身体里面感觉”的进食方式（Mol, 2021）。摩尔的分析极富洞见地揭示了这种

张力的结构，她将进食描述为多种存在方式在同一具身体中的搏斗——这是她在2012年的论文中提出

的“多重身体性”的核心论点。

体信迁移概念与摩尔的分析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分析的轴心。摩尔的首要关切是共时性的本体论

张力——“计算性身体”和“感受性身体”作为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可通约但有实际交集”的现实，

个体在其中被拉扯。她精妙地描绘了这两种本体论如何在一个进食场景中同时运作、互相干扰。体信

迁移追问的则是历时性的过程问题：这两套语法之间的权重关系是如何在历史条件和日常实践中，在

几十年的时间里，被系统性地向一方严重倾斜的？林姐十八岁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饿”。她是在二

十八岁到四十岁之间，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执行”和“破戒崩溃”的循环中，在日常性的数以万计

的“看数字代替感受身体”的进食决策中，逐步丧失了那个能力。体信迁移想要命名、追踪和机制化

解释的，正是在生命史和食品环境史中，这种“丧失”是如何发生的。

这不是“身体同时以两种方式存在”——摩尔已经漂亮地展示了这一点。这是“身体曾经能够以其

中一种方式存在，而现在不能了——并且‘为什么不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她被外部权力规训

了’，也不是‘她不自律’，而是‘那套能够运作的内感受性体信，在她每一次选择相信数字而不是

身体信号的日常时刻，被一点一点地拆卸掉了’”。摩尔分析的是两套本体论在同一时刻的共存与张

力；体信迁移分析的是这两套本体论在时间轴上的权力消长——一套如何取代了另一套在日常行为决策

中的实际影响力。二者不冲突，但在分析轴心和解释目标上有明确的差异：摩尔告诉你“为什么这个

人感到撕裂”，体信迁移告诉你“这个人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除了撕裂之外已经不会其他进食方

式’的境地的”。

6.3 面对 GLP-1：外部的极致内化体信迁移还是体信修复？

没有哪个当代体重管理的学术讨论能绕开GLP-1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的崛起。这类药物

通过模拟肠道激素GLP-1，直接作用于下丘脑的饱足中枢和延缓胃排空，使人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

饱足，从而减少进食量。在临床试验中，它的减重效果远超过以往任何生活方式干预。在一个意义

上，它是最极致的“外部计算性体信”——一架被直接植入体内的、比任何手机软件都更不容置疑的生

化命令系统；在另一个意义上，它又似乎是在生理层面“修复”了内部信号的缺失——绕过那个已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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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内感受回路，直接给大脑一个“我饱了”的信号。那么，GLP-1药物的成功，是对本文论点的反

驳，还是其终极佐证？

本文的回应是：GLP-1药物在体信的三层结构上，完成了一次深刻但不完整的干预。它作用在第

一层（体信能力）：通过生化手段，直接放大了饱足信号的音量，使人在进食时能够重新体验到“饱

了”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正是体信迁移在第一层因长期日常废用而弱化的核心功能。在这个意义

上，GLP-1药物不只是一架“更强的外部计算系统”——它不是在人的意识层面建立另一套规则（“你

每天只能吃X卡”），而是直接在生理层面恢复了一条已经失效的反馈通路的信号强度。它没有替代内

部信号，它人为地重新打开了内部信号。这与卡路里软件的运作逻辑有根本的不同：软件要求你忽略

身体信号、服从外部数字；GLP-1药物则让你重新感觉到了那个身体信号，尽管这个信号是通过外部

药物被“人为”放大的。

但GLP-1药物并不自动修复第二层（体信关系）和第三层（体信框架）。它不教人如何与那个被

药物放大后的饱足信号建立对话关系——这个人可能仍然习惯性地在看软件上的数字，仍然在平台期感

到焦虑，仍然将体重波动编码为“失败”。更重要的是，一旦药物停用，那个被药物放大信号的生理

机制撤除，如果体信关系和体信框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得到重建，她的进食调节就可能重新跌回药物

介入前的状态——因为她仍然不知道如何“听”身体，她只是被药物暂时地重新赋予了“能听到”的生

理条件。

因此，本文对GLP-1药物的同行评议立场是：它既不是对体信迁移论的反驳，也不是它的终结，

而是为体信重建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理窗口。它提供了一个在生理层面被重新校准的内部信号系

统，这让随后的关系层面和框架层面的重建——学习如何与这些信号对话、如何在数字生态中整合内感

受与外部知识——不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但窗口不等于结果。如果这扇窗口被仅

仅当作一个“打一针就能解决问题的捷径”、而不伴之以与身体建立新型对话关系的实践，那么它在

停用后通向的，很可能仍然是那台已经运行了四十年的锁定机器——只是这一次，被拆卸的体信在被一

条生化通路暂时绕开后，可能面临更深的废用与更深的技术依赖。GLP-1药物提出的真正问题，不

是“体信迁移被驳倒了”，而是：当外部技术已经能够直接介入体信能力层面时，体信关系和体信框

架的重建，是变得不再必要了——还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本文的赌注押在后一个答案

上。

6.4 边界与局限

在结束讨论之前，本文必须做出以下几项限定。第一，本文的分析聚焦于那些反复尝试减肥却反

复失败的非临床超重人群——他们是减肥产品与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也是体信迁移最典型的受害者。对

于这一群体，本文的批评与范式转向是贴切的。然而，对于那些需要通过精确计量来管理生命的慢性

病患者——1型糖尿病的碳水化合物计数、肾衰竭的钠钾监控——外部数字是必要的生存工具，不应也

不能被本文的框架贬低。对这些人群而言，问题不是“要不要用数字”，而是“如何在必须用数字的

同时，尽可能保持与身体的对话关系”——这正是体信概念可以进一步细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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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论证所依赖的核心证据主要来自减肥研究、代谢生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体信迁

移作为一个新提出的理论概念，其效度还需要更多直接针对性的实证检验。尤其是纵向研究——追踪拥

有不同水平的内感受性体信关系的群体在长期体重维持过程中的结果差异，以及测量那些长期成功维

持体重者对他们所记录的自我监测数据的使用心态——将是验证和精细化这一概念的关键路径。需要明

确指出，NWCR研究的二次理论阐释（成功者可能以对话心态而非命令心态使用监测数据）是从体信

迁移理论出发的逻辑推演，尚待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直接检验，它构成了一个可被未来研究验证的理

论猜想。

第三，本文提出的体信重建原则，对那些体信已被深度拆卸、陷入严重进食障碍的个体而言，可

能不够。他们首先需要专业的治疗支持——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或整合进食障碍的专门干预

——而非仅仅一套范式性的饮食理念。本文的框架更多是一种对肥胖态势的诊断和对主流话语的范式批

评，而非临床进食障碍的干预方案。

七、本文禁止什么

一个命名如果只能解释、不能禁止，它就还没有付出理论应当付出的代价。前面六节做的是解

释：把一批看似零散的失败——平台期弃疗、反弹、“我就是管不住自己”——重新整合进一条名为体

信迁移的线索。本节做的是相反的事：明确写出，如果这条线索是对的，哪些事情就不应该被观察

到。写下这些，本文就把自己置于可被推翻的位置上。

7.1 第一组：与量化-信任论题的分歧（主判据）

被占位者： 波特（Porter, 1995）——量化作为信任匮乏的产物，随外部问责压力的升降而升降。

剩余分工： 本文主张的让渡发生在同一具身体内部，不需要第三方在场。

方向相反的预测： 取长期使用饮食记录类应用、且自评“离开App就不知道该吃多少”的成年

人，随机分为两臂。甲臂继续原有记录，但全部社会可见性被撤除——记录仅本地留存，不同步、不分

享、不参与任何排行或打卡，并明确告知无人会看到。乙臂维持原有可见性。波特式框架预测：甲臂

的量化实践强度会显著衰减，随之而来的是对内部信号的重新依赖，即内感受依赖度回升。本文预测

相反：甲臂的记录行为强度可能下降，但内感受依赖度在十二周内不会显著回升，两臂间差异不超过

预设的等价界。若甲臂的内感受依赖度出现超出等价界的回升，本文这一处的剩余分工即告失

败，“体信迁移”应被收编为波特论题的一个身体尺度应用案例，不再作为独立命名保留。

观测量： 主结局为进食决策的信息来源占比——采用体验取样法，每日随机三次提示，要求受访

者就最近一次进食回答“这次吃多少，你主要凭什么定的”，从“身体感觉”／“数字或规

则”／“两者都用”／“说不清”四选一，计算两周内“身体感觉”单选比例。次要结局为多维内感

受觉知量表（Mehling  et  al.,  2009）的“信任”与“身体倾听”两个分量表得分。样本量按等价界

0.30、α=.05、把握度.80 估算，每臂不少于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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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第二组：与直觉饮食的分歧

被占位者： 直觉饮食（Tribole & Resch, 1995; Tylka & Kroon Van Diest, 2013）——已经完整

占住了“重新听身体信号”这一处方，本文在处方内容上没有任何新东西。

剩余分工： 直觉饮食把问题诊断为技能与许可的缺失（人不知道怎么听，或不敢听），因此处方

是教学与许可。本文把问题诊断为裁决权的结构性占位（人听得见，但那个声音没有裁决权），因此

处方的先决条件是先把占位者搬开。

方向相反的预测： 三臂设计。甲臂接受标准直觉饮食教育课程，计量工具照常使用；乙臂不接受

任何饮食教育，仅要求在八周内完全停用一切计量工具（App、体重秤、食物秤、卡路里标签的主动

查阅）；丙臂两者兼施。直觉饮食框架预测甲臂优于乙臂——因为乙臂什么都没学。本文预测相反：乙

臂在内感受依赖度上优于甲臂，且丙臂与乙臂的差距小于丙臂与甲臂的差距。若甲臂优于乙臂，本文

关于“结构先于技能”的核心主张即被击穿。

7.3 第三组：与自我效能理论的分歧

被占位者： 自我效能（Bandura,  1997）——预测干预提高效能感，效能感提高则行为坚持性提

高，二者同向。

剩余分工： 本文认为，在体信迁移程度高的个体身上，效能感的来源本身已经被替换——她

的“我能做到”建立在数字达标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知道自己饱了”之上。

方向相反的预测： 在一项标准的减重行为干预中，同时追踪减重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与内感受依赖

度。自我效能理论预测二者同向或至少不相斥。本文预测：在基线体信迁移程度处于最高三分位的亚

组中，二者出现显著的负相关——效能感涨得越多，内感受依赖度掉得越快。若该亚组中相关系数不显

著为负，或方向为正，本文这一处主张失败。这是本文最容易被推翻的一条，因为它要求在既有的成

熟量表之间出现一个既有理论不预期的符号。

7.4 第四组：与反应性研究的分歧（策略性适应 vs 能力性退行）

被占位者： 埃斯佩兰与索德（Espeland & Sauder, 2007）——被测者为指标而改变行为。

剩余分工： 反应性描述的是策略层面的适应，行动者的判断力完好；本文描述的是能力层面的退

行。

方向相反的预测： 对长期使用者实施计量工具的完全撤除，追踪二十四周的恢复曲线。反应性框

架预测撤除后判断迅速恢复到接近撤除前的基线（数周内）。本文预测：恢复呈现一个可测量的重新

学习期，且该期的长度与此前的连续使用年限正相关（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若恢复期长度与使用年

限无关，则“能力性退行”这一说法应当被撤回，“体信迁移”退化为对策略性适应的一个文学性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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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定性材料的编码准入

上述任一设计若包含开放式回答的编码（如“你主要凭什么定的”之后的自由陈述、撤除期的日

志），编码框须先在独立样本上完成两名编码员的一致性检验，Krippendorff's α ≥ .80 方可进入分

析；未达标者重训编码框后重测，不得以协商方式强行统一分歧个案。所有编码规则、争议个案与最

终裁定须随文公开。

7.6 禁止清单

如果本文是对的，以下现象不应被观察到：

（一）不应观察到：撤除全部社会可见性后，长期使用者的内感受依赖度在十二周内显著回

升。

（二）不应观察到：在同等时长下，纯教学式的直觉饮食干预在内感受依赖度上优于纯撤除

式干预。

（三）不应观察到：在体信迁移程度最高的亚组中，减重自我效能与内感受依赖度呈显著正

相关。

（四）不应观察到：计量工具撤除后的判断恢复期长度，与此前连续使用年限无关或呈负相

关。

（五）不应观察到：从未系统使用过任何外部计量工具、且体重长期稳定的成年人，其内感受依

赖度显著低于长期重度使用者。若这一条被观察到，则“迁移”的方向性叙事整个不成立。

7.7 本文不主张什么

本文不主张计量工具应当被禁止或被道德谴责。工具在特定情境下（临床营养支持、代谢疾病管

理、运动员周期化控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的全部论证只针对工具从辅助升格为裁决者这一

特定转换。

本文不主张存在一个未被现代性污染的“自然身体”可供返回。第五节已就此做过自我清理：内

感受在演化上适配的是食物匮乏与能量守恒，它在能量过剩的食物环境中并不天然给出健康的建议。

本文主张的是恢复内部信号在决策中的议席，不是恢复它的独裁。

本文不主张体信迁移能解释体重增长的全部或大部分方差。结构性代谢因素、遗传变异、睡眠与

药物、食物环境的可及性都在本文射程之外。本文只主张一件事：在解释“为什么方法一次次被执

行、又一次次被放弃”这一特定现象上，体信迁移比“意志薄弱”更能承担解释责任，也更容易被推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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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主张所有长期使用者都已发生体信迁移。第四节的林姐是一个理想类型，不是一个流行率

断言。本文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体信迁移在人群中占比的估计，任何据此进行的普遍化都不是本文的主

张。

八、结论与证伪条件

本文的论证试图追问一个此前未被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减肥知识越多，减肥越难？为什么每一

次“更科学”的迭代带我们更深地锁入同一种困境？回答是：因为知识的形式本身——外部数字、效能

核算、线性预期——已经在日常的、无数次重复的进食与称重行为中，逐步替代了那套本可支持体重管

理的更古老、更底层的能力：内感受性体信。这一替代一旦启动，它就形成了一台自我强化的锁定机

器：每一次成功的替代都在加固外部计算的功能、削弱内部感受的功能；外部命令的高效执行与内部

调节的系统性弱化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林姐说她不知道什么是饿、什么是饱了——这不是修辞，这是一

个事实：体信被她执行了十二年的那套算法，在日常的、一次又一次的“核对数字”中，从她的认知

基础设施上一步一步地拆卸掉了。她所丧失的，不是对规则的“坚持力”，而是那个在演化中被塑造

的、使规则变得不必要的、身体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停的底层的“知道”。

本文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态——体信的操作语法从内感受性对话被结构性替代为外部计算性命令

——提出了一个不可还原为现有概念的新命名：体信迁移。在与内感受、自我效能、身体意识、直觉饮

食等已有概念的辨析中，本文已在2.1节表明：这些概念关注的是感知准确度、执行信心、觉察宽度或

行为处方，而体信追问的是“关系模态”：你把身体信号当作什么来对待？你凭什么断然可以吃或不

可以吃？这个“凭”是来自身体内部的、被接收和解读为可置信的一整套信号，还是来自一架被装在

外部的、把身体的内部声音默认为干扰的计算系统？体信迁移命名的，正是在这两个“凭”之间的逐

步替换过程。它不是“信任的磨损”——磨损是一个量的问题，可以被修复。它是“信任的操作语

法”的质变——被替代的是一种认知调解方式本身。而之所以这道裂痕不能用在同一语法内部“更努

力”来弥合，是因为“努力”本身已经是命令语法的一个标准动作。体信重建不是“回归自然”——而

是在承认外部数字已成为当代认知生态不可逆成分的前提下，生成一种能容纳数字、但不被数字奴役

的新型身体对话关系。

最后，一个负责任的论点必须指明其自我毁灭的条件。本文的全部论断建立在一个核心主张之

上：体信迁移——内感受性体信被外部计算性体信在日常实践中逐步拆卸——构成一台自我锁定的机

器，外部命令的成功执行与内部调节的废用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因此它使人越陷越深，且不能通过在

同一命令语法内部的“更强力的执行”来逃脱。这个主张最直接的证伪条件是：如果未来出现一种可

以被可靠传授给普通人的方法，能让人在长期（不少于五年）持续依赖以外部数字为主要中介的精确

体重管理的同时，不伴随内部信号敏感度的客观退化（以经过验证的内感受测量工具评估），不出

现“违规-崩溃”效应的累积（以少量进食违规后不放大为暴食作为操作指标），不对心理完整性（以

经过验证的量表评估的生活质量和体相关焦虑）和长期代谢健康（以可测的内分泌指标及体重稳定性

为指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那么，体信迁移就只是一个可以被优化的副作用而非结构性的悖论，

本文的核心诊断就被解除了[7]。

26



在那样的方法出现之前，我选择相信那些反复失败者用自己的身体史写下的证词——他们已经在自

己的生活中执行了十多年的实验，实验结果是一致的：更精确的控制带来了更深的失序。也许不是他

们做错了，而是这套方法被用错了对象。身体不是一件可以被持续精细化管理的项目——它是一个需要

被重新学会对话的对话者。重建身体对话，不是重修一套更聪明的外部命令系统。它是在一顿一顿的

饭、一次一次的“问”、一日一日的觉察与照料中，让那个人能够重新听见自己身体的语言——并在这

个外部数字已经不可逆地嵌入认知生态的时代，学会让那个听见的语言与外部的知识，坐下来，好好

说话。

注释

[1]  材料说明：前文已说明林姐为理想类型。需进一步指出：案例中的具体对话、日常细节和体重

数字均经过合成、简化和匿名化处理，不指向任何真实个人，亦不作为实证个案使用。案例素材的综

合来源已在正文中说明。

[2]  本文对内感受的理解主要依据Craig（2002）和Khalsa等（2018）的综述。本文提出“体

信”概念，并非否定内感受研究的价值，而是指出其范式在评估个体与身体关系时，缺失了“关系模

态”这一维度。体信不用于测量感知准确度，而是用来命名个体将身体信号当作什么来对待的认知-关

系结构。

[3] 本文对福柯的引用主要限于《规训与惩罚》（1975）中关于身体规训的权力分析，以及福柯晚

期（1988年）在《自我技术》一文中对“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讨论。后者构成了2.2节与体

信迁移概念进行正面理论对话的基础。福柯晚期关于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的更广泛讨论，与本文所涉

议题的关系有待另文处理。

[4]  本文在此对泰勒制的讨论聚焦于其三项核心原则（用计量替代直觉、用标准化替代个体差异、

用以产出换回报的交易逻辑替代过程体验）在体重管理领域中的异质扩散，而非泰勒制本身的工厂管

理史或其当代演变。此处仅做原则层面的类比，非历史因果论述。

[5]  需要指出，当前支持体信迁移假说的神经影像证据多为横断面设计或短期追踪研究，尚不能直

接确立外部规则依赖导致内感受区域功能下降的因果方向。本文在此引用这些研究，意在提示这一关

联在神经层面已有初步证据，并将这些神经变化解读为体信迁移这一日常实践过程在生理维度的“脚

印”而非其原因或本质。因果方向的确立有待纵向实证研究。

[6]  此处并非否定所有以体育表现或医疗必需为目的的外部计量管理，而是强调在缺乏特定外部激

励缓冲的日常生活语境中，长期以命令语法完全替代内部对话可能引发本文所描述的恶性循环。运动

员群体的经验揭示了这种替代的高成本，即便在最高执行力的条件下。

[7]  证伪条件的提出是为了使本文的核心论点具有可错性。这并不意味着在满足该条件之前本文论

点自动被接受，而是为一个尚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检验框架。如果这一条件未被满足，本

文的批判性诊断将继续保持理论上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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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体信”一词是本文提出的概念，英文暂译为“somatic-trust”或“body-trust”，但区别

于日常语言中“相信身体”的笼统说法。其精确定义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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